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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組織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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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吳璧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兩者與

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關係。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向台灣 72 所國中 707 位國中教師進行

問卷調查，採用俄亥俄州教師效能感量表與教師集體效能信念量表為測量工具，藉由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皆可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 

關鍵詞：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教師自我效能感；

階層線性模式 

緒 論 

研究問題的背景 

教師自我效能感（teacher self-efficacy）意指「教師對於自身去計畫、組織或執行

某項行動以達成教育目標的能力信念」（Skaalvik & Skaalvik, 2007, p. 612），是教師

對於本身教學能力的主觀知覺，這種能力知覺的高低會影響教師的教學行為，進而 

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林明地等，2003；Ashton & Webb, 1986; Caprara, Barbaranelli, 

Steca, & Malone, 2006; Dembo & Gibson, 1985; Ross, 1992）。由於教師自我效能感對於

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結果均具有重要性，因此成為教育研究者感興趣的研究主題

之一。 

效能感不僅存在於對個人能力的判斷，亦存在於對群體能力的判斷，後者即所謂

的「集體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Bandura, 1997）。對於學校教師而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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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效能感（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是指教師對於全體教師能增進學生學業成就的

一種共享信念（Goddard, Hoy, & Woolfolk Hoy, 2004）。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 

效能感是相關但不同的構念（吳璧如，2002），因為個別教師身為學校成員之一，在

評估全體教師具備的教學能力時無可避免會把對自己教學能力的判斷考量在內，然而

教師集體效能感是學校教師互動下的產品，並非個別的教師效能感總和。孫志麟 

（2005）從個人與組織連結的角度指出，學校是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的生態環境， 

因此學校組織可能影響教師自我效能感的形成。當教師對於全體教師能增進學生學業

成就的共享信念較高時，即集體效能感較高，亦會認為自己和其他教師一樣能增進 

學生學業成就，自我效能感相對較高，因此在面對困難或挫折時其表現會更加堅持；

相反，當教師經常面對失敗，對於組織改進又不抱預期，則會認為自己的努力與堅持

沒有必要，自我效能感將會因而降低。過去研究亦發現，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

效能感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陳俊瑋，2010；Chong, Klassen, Huan, Wong, & Kates, 

2010; Demir, 2008; Goddard et al., 2000; Klassen, Chong, et al., 2008; Kurz & Knight,  

2004; Lev & Koslowsky, 2009; Skaalvik & Skaalvik, 2007, 2010; Viel-Ruma, Houchins, 

Jolivette, & Benson, 2010），或是教師集體效能感能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 

（陳俊瑋，2010；陳俊瑋、吳璧如，2010；Goddard & Goddard, 2001; Lev & Koslowsky, 

2009; Skaalvik & Skaalvik, 2007）。 

在台灣，陳俊瑋（2010）採取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分析發現，國中教師集體效能感可以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γ = 0.36,  

p < .001）；陳俊瑋、吳璧如（2010）在後續的 HLM 分析亦發現，即使控制性別、 

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擔任職務等個體層次變項，以及學校位置與學校規模等

總體層次變項，國中教師集體效能感仍可以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γ = 0.31, 

p < .001）。在西方國家，Goddard & Goddard（2001）以 HLM 分析發現，即使控制 

學校學生的平均家庭社經地位與過去平均學業成就，美國小學教師集體效能感仍可以

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γ = 0.25, p < .01）；Skaalvik & Skaalvik（2007）以

多元迴歸分析發現，挪威教師集體效能感可以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的各個

分層面（.27 < β < .39, p < .001），進一步的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亦發現，教師集體效能感可以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β = .64）；

Lev & Koslowsky（2009）以多元迴歸分析同樣發現，以色列中學教師集體效能感可以

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β = .33, p < .01）。 

雖然過去不乏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師集體效能感關係的研究，但在集體效能

感的概念化、測量及資料分析方面仍存在一些議題有待商榷及突破。首先，在集體 

效能感的概念化方面，儘管 Bandura（1986, 1997）將集體效能感視為社會性構念，是

群體成員對於彼此能夠共同組織並執行一連串行動以產生某種成果的共享信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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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集體效能感是組織成員的共享信念。不過，Riggs & Knight（1994）將集體效能感

視為個人對於其所屬群體能夠成功完成工作的信念，這一觀點則把集體效能感定位 

為組織成員的個人信念。因此，在理論上同時存在總體層次與個體層次這兩種集體 

效能感的構念。總體層次的集體效能感可以視作組織的一種調節機制（regulatory 

mechanism），它可形成工作環境中的社會規範，經由認知、動機、情意及選擇等四種

歷程（Bandura, 2000），進而影響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及相關行為。從個體層次的角度，

工作環境對於個體的影響是透過個體對於環境特徵的知覺而產生（James & Jones, 

1974）；個體層次的集體效能感即是個體所知覺的組織成員能力，透過這一知覺進而

影響了個體對於自我能力的判斷。前述同時以不同層次的觀點來解釋集體效能感對於

自我效能感影響的議題，在先前教師集體效能感的相關研究中較少受到關注。 

其次，在教師集體效能感的測量方面，過去針對集體效能感的測量主要依據

Bandura（1997, 2000）所倡議的集體（collective）取向與聚集（aggregated）取向這 

兩種方式，而聚集取向還可再依判斷能力的來源進一步區分為聚集個別成員對於自我

能力的判斷或對於群體能力的判斷。集體取向的測量方式因為可能在達成共識的過程

中，被少數較有威望或法理地位的成員所把持，導致所獲共識不僅未能真實反映集體

效能感，反而可能存在偏誤（吳璧如，2002；Bandura, 1997, 2000），所以研究者不常

用以測量教師集體效能感；而聚集個別成員對於自我能力的判斷成為組織層次的集體

效能感，這種測量方式由於並未考量組織內成員間的合作與互動，有其不足之處

（Bandura, 1997），所以研究者亦不常用來測量教師集體效能感。相較之下，聚集 

個別成員對於群體能力的判斷成為組織層次的集體效能感，這種測量方式則廣為多數

研究者（例如：陳俊瑋，2010；陳俊瑋、吳璧如，2010；Adams & Forsyth, 2006; Cybulski, 

Hoy, & Sweetland, 2005; Gibson, Randel, & Earley, 2000; Goddard, 1999, 2001, 2002; 

Goddard & Goddard, 2001; Goddard et al., 2000; Goddard & LoGerfo, 2007; Hoy, 

Sweetland, & Smith, 2002; Hoy, Tarter, & Woolfolk Hoy, 2006; Jung & Sosik, 2003; 

McCoach & Colbert, 2010; Ross & Gray, 2006; Ross, Hogaboam-Gray, & Gray, 2004; 

Schechter & Tschannen-Moran, 2006; Tschannen-Moran & Barr, 2004）用來測量教師集體

效能感。Goddard & LoGerfo（2007）的研究發現，聚集個別教師對於自我能力判斷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無法顯著預測學校平均學業成就，而聚集個別教師對於群體能力判斷

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則可顯著預測學校平均學業成就。這顯示，聚集個別教師對於群體

能力判斷的測量取向較能提供教師集體效能感構念效度的證據。 

最後，在教師集體效能感的資料分析方面，最近有相當多實證研究（例如：Chong 

et al., 2010; Demir, 2008; Klassen, 2010; Klassen, Chong, et al., 2008; Klassen, Usher, & 

Bong, 2010; Knoblauch, 2005; Knoblauch & Woolfolk Hoy, 2008; Kurz & Knight, 2004; 

Lev & Koslowsky, 2009; Skaalvik & Skaalvik, 2007, 2010; Viel-Ruma et al., 2010）在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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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集體效能感時，雖然蒐集個別教師對於學校教師群體能力判斷的資料，但並未將

這些資料聚集加總，而是直接將教師集體效能感視為個體層次變項進行 Pearson 積差 

相關、多元迴歸或 SEM 分析。其中，Knoblauch & Woolfolk Hoy（2008）以美國 102

位實習教師為研究對象，要求他們判斷學校教師的群體能力；由於來自相同學校的實

習教師並不多，因此並未進行聚集加總。而 Klassen 等（Klassen, 2010; Klassen, Chong, 

et al., 2008; Klassen, Usher, et al., 2010）則認為，雖然有些研究將教師集體效能感聚集

加總成為總體層次變項進行分析，不過教師集體效能感是來自個別教師的測量，即使

相同學校的教師所持有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仍可能有所差異，若將教師集體效能感視為

個別教師對於學校環境的一種知覺，則教師集體效能感就可以視作個體層次變項予以

分析。 

整體而言，過去，實證研究對於教師集體效能感的測量，還是以個別教師對於 

學校教師群體能力的判斷為主要測量方式，在此基礎上，還可再依是否經過聚集加總

進一步區分為個體層次或總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前者屬於個別教師對於學校 

教師群體能力的個人判斷，即使是同校教師，對於教師集體效能感的判斷亦可能有 

差異，因此本研究將這種未經聚集加總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稱為「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

效能感」（individu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而後者屬於聚集個別教師對於

學校教師群體能力的群體判斷，聚集加總的處理着重在同校教師對於教師集體效能感

判斷的共同性，因此本研究將這種經聚集加總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稱為「組織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organization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雖然過去探討教師

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指出，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 

效能感有顯著的正相關（陳俊瑋，2010；Chong et al., 2010; Demir, 2008; Klassen, Chong, 

et al., 2008; Kurz & Knight, 2004; Lev & Koslowsky, 2009; Skaalvik & Skaalvik, 2007, 

2010; Viel-Ruma et al., 2010），且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能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 

自我效能感（Lev & Koslowsky, 2009; Skaalvik & Skaalvik, 2007），而組織層次的教師

集體效能感亦能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陳俊瑋，2010；陳俊瑋、吳璧如，

2010；Goddard & Goddard, 2001），但目前仍缺乏在同一研究中分別探討個人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兩者與教師自我效能感關係的研究。 

此外，陳俊瑋（2010）、陳俊瑋、吳璧如（2010）和 Goddard & Goddard（2001）

雖然皆以 HLM 分析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進而

顯示 HLM 處理不同層次資料的適切性，不過這三項研究主要關注的預測變項「教師

集體效能感」，其數值範圍皆未包含 0，而由於 HLM 截距項的意義是反映在預測變項

皆為 0 時的效標變項數值，若預測變項未包含 0 會導致截距項無實質意義；HLM 個體

層次截距項在作總體層次的效標變項時若無實質意義，則 HLM 總體層次方程式所 

解釋的就是一個實際不存在的截距項而缺乏解釋上的意義；對於預測變項未包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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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截距項無實質意義的情形，若將預測變項作中心化（置中或平減）（centering）

處理，則可使截距項具有實質意義。不過，這三項研究進行 HLM 分析時，並沒有 

針對預測變項未包含 0 導致截距項無實質意義作適當的中心化處理。由於未中心化

（uncentering）與總平均數中心化（grand mean centering）為等價模式，除了截距項以

外，其他參數估計與標準誤都完全相同，具有參數與統計的相等性（溫福星、邱皓政，

2011），因此上述三項研究雖不至於獲得錯誤的結論，但後續研究以 HLM 進行分析

時，若能針對預測變項未包含 0 時作適當的中心化處理，不僅可以使 HLM 的截距項

具有實質意義，亦可展現後續研究者在方法論上進步之處。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藉由 HLM 適切地

處理不同層次的資料，並適當地採用中心化去處理預測變項未包含 0 所導致截距項 

無實質意義的問題，進一步解析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 

效能感兩者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關係。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可進一步細分為以下 

兩項： 

1. 探討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 

2. 探討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圖一呈現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在個體層次，個人層次

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是個體層次預測變項，對於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以箭頭 A

表示。在總體層次，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由於來自個別教師集體效能感的聚集

加總，所以又稱為共享單位變項（shared unit variable），它亦是總體層次預測變項，

對於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以箭頭 B 表示。 

此外，由於教師常常並非隨機分派到各學校任教，將教師個人背景變項進行統計

控制相當重要（曾明基、邱于真、張德勝、羅寶鳳，2011）。由於教師自我效能感會

隨着情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教師可能對某一班級的教學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但

對另一班級的教學卻不具備如此高的自我效能感；或者是教師對某一學科的教學具有

較高的自我效能感，但對其他學科則抱持較低的自我效能感（Tschannen-Moran, 

Woolfolk Hoy, & Hoy, 1998），因此，情境脈絡是影響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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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 

 
 
 
 
 
 
 
 
 
 
 
 
 
註： 控制變項在個體層次包含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與擔任職務，在總體層次包含學校規模與

學校位置。 

 

 

過去的研究亦發現，教師的性別（王湘栗，2002；陳俊瑋，2009；鄭英耀、黃正鵠，

1996）、年資（王湘栗，2002；孫志麟，1995；簡佳珍、林天祐，2002）、教育程度

（王湘栗，2002）、婚姻狀況（王湘栗，2002）、擔任職務（孫志麟，1995；簡佳珍、

林天祐，2002）等皆可能影響教師自我效能感，而學校規模（王受榮，1992）與學校

位置（王湘栗，2002；孫志麟，1995）亦可能影響教師自我效能感。因此，本研究把

前述背景變項作控制變項，控制變項在個體層次包含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和擔任職務，在總體層次包含學校規模和學校位置。 

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1. 研究假設一─即使在控制個體層次的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擔任

職務，以及總體層次的學校規模和學校位置的條件下，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

感仍可以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 

2. 研究假設二─即使在控制個體層次的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與擔任

職務，以及總體層次的學校規模和學校位置的條件下，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

感仍可以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教師自我效能感 Level 1：教師 

Level 2：學校 

個體層次預測變項 

總體層次預測變項 

總體層次 

個體層次 

個體層次效標變項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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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本島公立國中教師為研究母群，2008 學年度共有 50,794 位教師。 

本研究以兩階段抽樣的方式，第一階段先以學校位置為抽樣單位，依比率計算結果，

分別抽取北區 26 所國中、中區 22 所國中、南區 24 所國中及東區 8 所國中，共 80 所

國中；第二階段依學校位置將隨機抽取的樣本教師人數分別設定為：直轄市國中與 

省轄市國中各抽取 15 位教師；縣轄市國中與鎮國中各抽取 12 位教師；鄉國中抽取 

9 位教師，共 927 位教師。最後合計回收 79 所國中的 830 份資料，其中有效資料為 

753 份。Maas & Hox（2005）建議將組內樣本數設定高於 5 以進行 HLM 分析，同時 

因考量各校資料應具有代表性，所以本研究決定每所學校回收問卷的有效率須高於

60%，據此刪除七所國中的 46 份資料，最後正式研究樣本為 72 所國中的 707 位教師。 

變項測量與研究工具 

個體層次控制變項 

1. 性別─性別分為男與女，HLM 分析時轉換成虛擬變項，以男為 1，女為 0。 

2. 年資─年資在 HLM 分析時視為連續變項，以教師填答的年資來判斷，數字 

愈大表示教師的年資愈長。 

3.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分為大學（含以下）與研究所（含以上），HLM 分析時

轉換成虛擬變項，以大學為 1，研究所為 0。 

4.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分為已婚與未婚，HLM 分析時轉換成虛擬變項，以已婚

為 1，未婚為 0。 

5. 擔任職務─擔任職務分為專任教師、導師，以及教師兼組長或主任三種類別，

HLM 分析時以「專任教師」為對照組，將擔任職務轉換成兩個虛擬變項：導師 

（專任教師為 0，導師為 1，兼組長或主任為 0）與兼組長或主任（專任教師為 0，

導師為 0，兼組長或主任為 1）。 

總體層次控制變項 

1. 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在進行 HLM 分析時視為連續變項，以教師填答的學校 

班級數來判斷，班級數愈多表示學校規模愈大。 

2. 學校位置─學校位置分成鄉、縣轄市或鎮，以及直轄市或省轄市三種類別， 

HLM 分析時以「鄉」為對照組，將學校位置轉換成兩個虛擬變項：縣轄市或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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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轄市或鎮為 1，直轄市或省轄市為 0，鄉為 0）與直轄市或省轄市（縣轄市或

鎮為 0，直轄市或省轄市為 1，鄉為 0）。 

教師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採用 Tschannen-Moran & Woolfolk Hoy（2001）編製的短式「俄亥俄州教師

效能感量表」（Ohio State Teacher Efficacy Scale）測量教師自我效能感。該量表為 Likert

式九等形式量表，共計 12 題，分數愈高，表示教師自我效能感愈佳。量表內容包含 

「教學策略」（題目舉例：「你對於自己能採用各種不同的教學策略有多少信心」）、

「班級經營」（題目舉例：「你對於自己能使班上學生遵守班規有多少信心」）和 

「學生投入」（題目舉例：「你對於自己能使學生相信他們可以在課業表現良好有 

多少信心」）三個層面。本研究以所蒐集的資料進行三層面斜交驗證性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整體適配度 χ 2（47, N = 707）= 184.17，p < .01，不過其他重要的適配度指

標或替代性指標，如 GFI = .96、AGFI = .93、NFI = .97、RFI = .96、IFI = .98、CFI = .98，

它們均大於 .90 以上的標準；RMSEA = .064，小於 .08 的標準；PNFI = 0.69，大於 0.5

的標準；CN 値 = 278，大於 200 的標準。這些結果顯示，整體模式適配度相當理想，

理論模式可以獲得實證觀察資料支持；在內部一致性信度方面，「教學策略」層面的

α係數 = .86，「班級經營」層面的 α係數 = .93，「學生投入」層面的 α係數 = .89，

總量表的 α係數 = .92。 

教師集體效能感 

本研究採用 Tschannen-Moran & Barr（2004）編製的「教師集體效能信念量表」

（Collective Teacher Beliefs Scale, CTBS）測量教師集體效能感。該量表亦為 Likert 式

九等形式量表，共計 12 題。量表內容包含「教學策略」（題目舉例：「你對於本校 

教師能提供學生有意義的學習有多少信心」）和「學生紀律」（題目舉例：「你對於

本校教師能制止學生不當行為有多少信心」）兩個層面。本研究以所蒐集的資料進行

雙層面斜交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整體適配度 χ 2（46, N = 707）= 248.64， 

p < .01，不過其他重要的適配度指標或替代性指標，如 GFI = .95、AGFI = .91、NFI  

= .96、RFI = .95、IFI = .97、CFI = .97，它們均大於 .90 以上的標準；RMSEA = .079，

小於 .08 的標準；PNFI = 0.67，大於 0.5 的標準；CN 値 = 203，大於 200 的標準。 

這些結果顯示，整體模式適配度相當理想，理論模式可以獲得實證觀察資料支持。 

信度分析方面，「教學策略」層面的 α係數 = .89；「學生紀律」層面的 α係數 = .93；

總量表的 α係數 = .95。 



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關係 35 

1.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本研究根據個別教師在CTBS的得分來代表個人

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分數愈高，表示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佳。 

2.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由於本研究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視為

總體層次變項，它來自聚集加總各學校教師在 CTBS 的得分，因此本研究利用 

SPSS 的聚集加總（aggregate）程序計算各學校教師在 CTBS 得分的學校平均值，

以之為總體層次中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在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組內共識程度」（within-group agreement, rWG (J)）分析中，rWG (J)値介於 0.89 至

0.99 間，眾數為 0.97，中位數為 0.98，平均數為 0.97；上述數值皆符合大於 0.70

的標準（林鉦棽、彭台光，2006；James, Demaree, & Wolf, 1984, 1993），代表 

各學校教師在 CTBS 的得分具有相當高的組內共識，適合聚集加總成為組織層次

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來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 

變項描述統計量 

表一為效標變項、個體層次變項與總體層次變項的描述性統計量與相關係數矩 

陣，其中，效標變項與個體層次變項的總平均數、總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矩陣以 707 位

教師計算；總體層次變項的組平均數、組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矩陣以 72 所學校計算。 

跨層次變項間相關係數矩陣是將總體層次變項解構（disaggregate）後，計算其與效標

變項及個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分析單位是個別教師。 

效標變項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由個別教師的得分來表示，總平均為 74.37 分，總 

標準差為 11.23 分，題項平均為 6.20 分，就本研究採用的九等形式量表而言，介於 

「有一點信心」（5 分）至「相當多信心」（7 分）之間，顯示教師自我效能感屬於 

中上程度。個體層次變項中，在性別方面，男性教師佔 30%，女性教師佔 70%；在年

資方面，教師平均年資為 9.53 年，標準差為 7.01 年；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學（含以下）

所佔比率較高（68%），研究所（含以上）所佔比率較少（32%）；在婚姻狀況方面，

已婚教師佔 57%，未婚教師佔 43%；在擔任職務方面，專任教師所佔比率最高（38%），

導師所佔比率次之（34%），教師兼組長或主任所佔比率較少（28%）；個人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由個別教師的得分來表示，總平均為 71.28 分，總標準差為 12.41 分，

題項平均為 5.94 分，就本研究採用的九等形式量表而言，介於「有一點信心」（5 分）

至「相當多信心」（7 分）之間，顯示教師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屬於中上程度。

總體層次變項中，在學校規模方面，組平均為 43.54 班，組標準差為 26.03 班；在學校

位置方面，鄉所佔比率最高（43%），縣轄市或鎮所佔比率次之（38%），直轄市或 

省轄市所佔比率較少（19%）；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由同一學校教師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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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效標變項、個體層次變項與總體層次變項的描述性統計量與相關係數矩陣 

* p < .05 

註： （1） 1 = 教師自我效能感；2 = 性別；3 = 年資；4 = 教育程度；5 = 婚姻狀況；6 = 擔任職務 1（導師）；7 = 擔

任職務 2（組長或主任）；8 =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9 = 學校規模；10 = 學校位置 1（縣轄市或鎮）；

11 = 學校位置 2（直轄市或省轄市）；12 =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2） 平均數（M）與標準差（SD）中，變項 1 至 8 分別為總平均與總標準差，變項 9 至 12 分別為組平均與組標準

差。 

 （3） 相關係數矩陣中，斜體者為個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粗體者為總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其餘

則為跨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 

 

得分來表示，組平均是 71.03 分，組標準差為 5.49 分，題項平均為 5.92 分，就本研究

採用的九等形式量表而言，介於「有一點信心」（5 分）至「相當多信心」（7 分）之

間，顯示學校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屬於中上程度。 

從表一可知，在個體層次變項和效標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中，個人層次的教師

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有顯著的正相關（r = .47, p < .05），代表相關係數效果

量的 r2 = .22，亦即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互相的解釋變異量約

為 22%；根據 Cohen（1988, 1992）對於相關係數效果量的判斷，這屬於中效果量，  

代表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愈高。在總體層次變項和 

效標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中，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有 

顯著的正相關（r = .18, p < .05），代表相關係數效果量的 r2 = .03，亦即組織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互相的解釋變異量約為 3%；根據 Cohen（1988,  

1992）對於相關係數效果量的判斷，這屬於小效果量，代表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

感愈高，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愈高。此外，由於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相關係數都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這代表 

本研究把這些個體層次背景變項與總體層次背景變項作控制變項有其必要性。 

變項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74.37 11.23 1.00           

2 0.30 0.46 .15* 1.00          

3 9.53 7.01 .21* .02 1.00         

4 0.68 0.47 –.17* –.09* –.10* 1.00        

5 0.57 0.50 .20* .05 .48* –.12* 1.00       

6 0.34 0.48 –.09* –.06 –.11* .01 –.05 1.00      

7 0.28 0.45 .21* .13* .06 –.12* .02 –.45* 1.00     

8 71.28 12.41 .47* .04 .03 –.05 –.02 –.05 .11* 1.00    

9 43.54 26.03 .06 .00 .11* –.08* .11* .01 –.09* .02 1.00   

10 0.38 0.49 –.04 –.01 –.02 –.03 .07 .02 –.01 –.07 .29* 1.00  

11 0.19 0.40 .06 –.08* .04 –.04 .00 –.03 –.03 .08* .29* –.38* 1.00 

12 71.03 5.49 .18* .02 .01 –.01 –.05 –.05 .13* .43* .01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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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中，性別與教育程度、性別與兼組長或主任、

年資與教育程度、年資與婚姻狀況、年資與導師、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與

兼組長或主任、擔任導師與兼任組長或主任，以及兼任組長或主任與個人層次的教師

集體效能感，其相關係數皆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而其餘個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皆未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總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中，學校規模與縣轄市 

或鎮、學校規模與直轄市或省轄市，以及縣轄市或鎮與直轄市或省轄市，其相關係數

皆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而其餘總體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皆未達 p < .05 的顯著 

水準。 

在跨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中，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有顯著的正相關（r = .43, p < .05），代表相關係數效果量的 r2 = .18，

亦即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互相的解釋變異量約 

為 18%；根據 Cohen（1988, 1992）對於相關係數效果量的判斷，這屬於中效果量， 

代表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亦愈高。而性別與

直轄市或省轄市、年資與學校規模、教育程度與學校規模、婚姻狀況與學校規模、 

兼任組長或主任與學校規模、兼任組長或主任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以及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直轄市或省轄市，其相關係數皆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

其餘跨層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皆未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 

整體而言，無論個體層次變項間、總體層次變項間或跨層次變項間，其相關 

係數皆未高於 .80，因此可以排除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間可能存在多元共線性

（multicollinearality）的問題（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劉子鍵，2009）。 

由於本研究採用自陳式量表，在同一時間點以題型皆為正向的 Likert 式九等形式

量表對學校教師測量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師集體效能感，因此可能無法排除「共同 

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 

2006）。對此，本研究以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偵測本研究是否存在 CMV。本研究將「俄亥俄州

教師效能感量表」與「教師集體效能信念量表」共計 24 題一起做因素分析，在未轉軸

情況下可萃取四個因素，可解釋的總變異量為 70.69%，其中第一個因素可解釋的變異

量佔 43.66%，依據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的原則，本研究可能存在 CMV。不過，由於

本研究將教師集體效能感區分成「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

集體效能感」，前者與教師自我效能感屬於同一層次，因此研究結果較可能受到 CMV

影響，本研究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更加謹慎小心；而後者與教師自我效能感屬於不同

層次，因此需要升高分析單位並利用 HLM 進行分析，這可避免 CMV 所可能造成研究

結果的偏差（彭台光等，2006；蔡政安、溫福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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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M 模式設定、變項中心化方法及分析結果 

本研究同時包含不同層次的預測變項，因此利用 HLM 進行資料分析。HLM 次 

模式的設定取決於研究問題，本研究依序利用 HLM 的零模式（null model）與隨機 

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one-way ANCOVA with random effect）進行分析。零模式 

主要檢視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組間差異，以判斷 HLM 分析的適切性；隨機效果單因子

共變數模式可檢視控制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變項後，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

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用以考驗研究假設一；亦可檢視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 

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用以考驗研究假設二。本研究針對 HLM 零 

模式與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的方程式、變項中心化方法及分析結果進一步說明

如下。 

不同國中平均教師自我效能感之差異分析（零模式） 

零模式是 HLM 的起始模式，它沒有包含任何個體層次或總體層次的預測變項，

主要檢視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組間差異，以判斷 HLM 分析的適切性，方程式（1）的 

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為 j 學校 i 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分數，β0 j 為 72 所學校中 j 學校的

教師自我效能感組平均數；ɛij 為以 j 學校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組平均數來預測 j 學校 

i 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分數時，仍可能出現的組內個人誤差。方程式（2）的 γ00 為

707 位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總平均數；u0 j 為以 707 位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總平均

數來預測 j 學校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組平均數時，仍可能出現的組間學校誤差。將方程

式（2）代入方程式（1），可得整合方程式（3）。方程式（4）是用來計算整合方程

式（3）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總變異數，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總變異數為組間變異數 τ00 

與組內變異數 σ 2 的和（τ00 + σ 2）。方程式（5）將組間學校變異數 τ00 除以總變異數 

（τ00 + σ2），可求得「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ICC

代表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總變異數中可以被組間學校差異所解釋的百分比，如果 ICC 

很大，則代表教師自我效能感存在組間學校差異。同時，HLM 會對組間學校變異數 

τ00 進行卡方考驗，若達顯著則代表教師自我效能感存在組間學校差異，適合利用 HLM

進行分析。 

Level 1：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β0 j + ɛij （1） 

Level 2：β0 j = γ00 + u0 j （2） 

整合方程式：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γ00 + u0 j + ɛij （3） 

Var (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Var (γ00 + u0 j + ɛij) = τ00 + σ 2 （4） 

ICC = τ00 / (τ00 + σ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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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的零模式可以發現，γ00 = 74.33，亦即本研究 707 位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

總平均數為 74.33，而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組內個人變異數 σ2 = 122.20；組間學校變異數

τ00 = 4.04，其值顯著異於 0（χ 2 = 93.30, df = 71, p < .05），代表不同學校教師自我效能

感的平均數有差異。再者，ICC = 0.032，根據 Cohen（1988）對於 ICC 的判斷標準，

這屬於低度關聯強度。不過，Luke（2004）認為是否必須以 HLM 來進行多層次分析，

可從研究是否屬於多層次分析議題的理論層次（theoretical view）、資料結構在分析上

是否違反了迴歸分析對誤差項獨立性與同質性假設的統計層次（statistical view），以 

表二：HLM 分析結果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 a. 性別對照組為女性。 

 b. 教育程度對照組為研究所（含以上）。 

 c. 婚姻狀況對照組為未婚。 

 d. 擔任職務 1 = 導師；擔任職務 2 = 兼組長或主任；對照組皆為專任教師。 

 e. 學校位置 1 = 縣轄市或鎮；學校位置 2 = 直轄市或省轄市；對照組皆為鄉。 

 

個體層次效標變項 

教師自我效能感 

零模式 

隨機效果 

單因子共變數 

模式一 

隨機效果 

單因子共變數 

模式二 

固定效果    

個體層次變項     

教師自我效能感總平均 （γ00） 74.33*** 72.14*** 72.18*** 

性別 a （γ10）  2.30** 2.66** 

年資 （γ20）  0.18** 0.19** 

教育程度 b （γ30）  –2.21** –2.59** 

婚姻狀況 c （γ40）  3.00** 2.93** 

擔任職務 1d （γ50）  0.75 0.62 

擔任職務 2d （γ60）  3.63*** 4.27***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γ70）  0.41***  

總體層次變項     

學校規模 （γ01）  0.01 0.01 

學校位置 1e （γ02）  –0.28 –0.46 

學校位置 2e （γ03）  0.47 0.51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γ04）   0.32*** 

隨機效果     

組內變異 （σ 2） 122.20 83.48 108.69 

組間變異     

教師自我效能感總平均 （τ00） 4.04* 0.73 0.07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τ7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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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料的 ICC 是否大至不能忽略其對迴歸分析影響的實證層次（empirical view）等三

方面來檢視。由於本研究所分析的組織層次教師集體效能感是以學校為單位分別聚集

加總而成的一種組織層次特徵，資料結構不僅存在階層性質，同時同校教師中組織 

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亦具有群聚（clustering）特性，以傳統迴歸進行分析將違反 

誤差項獨立性與同質性的假設，進而低估迴歸係數的標準誤而造成錯誤的推論（溫金

豐、林裘緒、錢書華，2011），因此，從理論層次與統計層次皆足以說明本研究適合

採用 HLM 進行多層次分析。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之預測分析 
（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一） 

由於本研究包含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控制變項，所以採用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

數模式來檢視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方程式（6）

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為效標變項，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擔任職務為個體

層次的控制變項，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為預測變項，截距項 β0 j 在個體層次的 

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皆為 0 時，代表 72 所學校中 j 學校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組平均數，

斜率項 β1 j 至 β6 j 分別代表控制其他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變項的條件下，性別、年資、

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擔任職務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由於這些變項在本 

研究中為控制變項，所以這些變項的斜率在方程式（8）至方程式（13）分別設定為 

固定效果，而斜率項 β7 j 代表控制其他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變項的條件下，個人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由於這個變項在本研究中為預測變 

項，所以這個變項的斜率在方程式（14）設定為隨機效果。ɛij 為以性別、年資、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擔任職務及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來預測 j 學校 i 教師的教師 

自我效能感分數時，仍可能出現的殘差。方程式（7）的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為總體 

層次的控制變項，截距項 γ00 在總體層次的控制變項皆為 0 時，代表 707 位教師的教師

自我效能感總平均數，斜率項 γ01 至 γ03 分別代表控制其他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變項的

條件下，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不過這些變項在本研究

中為控制變項。而 u0 j 為以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來預測 j 學校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組平均

數時，仍可能出現的殘差。將方程式（7）至方程式（14）代入方程式（6）可得整合

方程式（15），HLM 會對方程式（15）的 γ70 進行 t 考驗，其結果可用以考驗研究 

假設一。 

Level 1： 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β0 j + β1 j 性別 ij + β2 j (年資 ij – 年資..)  

 + β3 j 教育程度 ij + β4 j 婚姻狀況 ij + β5 j 擔任職務 1ij + β6 j 擔任職務 2ij  

 + β7 j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ij –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 ɛi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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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β0 j = γ00 + γ01 (學校規模 j – 學校規模..) + γ02 學校位置 1j  

 + γ03 學校位置 2j + u0 j （7） 

 β1 j = γ10 （8） 

 β2 j = γ20 （9） 

 β3 j = γ30 （10） 

 β4 j = γ40 （11） 

 β5 j = γ50 （12） 

 β6 j = γ60 （13） 

 β7 j = γ70 + u7 j （14） 

整合方程式： 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γ00 + γ10 性別 ij + γ20 (年資 ij – 年資..)  

 + γ30 教育程度 ij + γ40 婚姻狀況 ij + γ50 擔任職務 1ij + γ60 擔任職務 2ij  

 + γ70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ij –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 γ01 (學校規模 j – 學校規模..) + γ02 學校位置 1j + γ03 學校位置 2j  

 + u7 j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ij – 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 u0 j + ɛij （15） 

另一方面，由於個體層次的年資與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以及總體層次的

學校規模均未包含 0，為了讓個體層次截距項 β0 j 與總體層次截距項 γ00 實際上存在並

具有實質意義，須進行適當中心化處理。總體層次變項的中心化在 HLM 有未中心化

與總平均數中心化兩種選擇，而個體層次變項的中心化在 HLM 則有未中心化、總 

平均數中心化及組平均數中心化（group mean centering）等三種選擇。本研究中年資

與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不採用組平均數中心化，理由在於採用組平均數中心化

要有一定理論基礎（Raudenbush & Bryk, 2002），同時，組平均數中心化較適合用來

探討跨層次交互作用（cross-level interactions）或個體層次間交互作用（interactions that 

involve a pair of Level 1 variable）（Enders & Tofighi, 2007）。另一方面，未中心化與

總平均數中心化為等價模式，除了截距項以外，其他參數估計與標準誤都完全相同，

具有參數與統計的相等性（溫福星、邱皓政，2011）。由於本研究採用中心化的目的

主要是使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截距項實際上存在並具有實質意義，並不具備採用組 

平均數中心化的理論基礎，亦不探討跨層次交互作用或個體層次間交互作用，因此本

研究針對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未包含 0 的變項皆採用總平均數中心化。 

由表二的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一可以發現，即使控制個體層次的性別、 

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導師與兼組長或主任，以及總體層次的學校規模、縣轄

市或鎮與直轄市或省轄市的條件下，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仍可以顯著正向地 

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γ70 = 0.41, t [696] = 4.06, p < .001）。亦即在控制個體層次變項與

總體層次變項的條件下，每增加 1 單位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便會增加 0.41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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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自我效能感，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愈高。因此，

研究假設一得到支持。這發現和 Skaalvik & Skaalvik（2007）就挪威中小學教師，以及

Lev & Koslowsky（2009）就以色列中學教師的研究結果相似。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 

效能感愈高，會使教師設定較具挑戰性的目標，同時對於達成挑戰性目標更加堅持，

這樣的氛圍除了會形成一種組織文化，亦會促使學生更加投入學校學習並提升其學業

成就，而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會使教師對於自我教學能力更具自信，教師的自我效能

感因而獲得提升（Skaalvik & Skaalvik, 2007）。另外，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

高，會使教師自覺與其他教師同樣處在這個優異的學校環境任教，而產生與有榮焉的

認知，這不僅使教師對於自我教學能力更具自信，亦促使教師提升自我效能感，這種

現象即是所謂的「榮耀感效應」（reflected-glory effect）（Marsh, Kong, & Hau, 2000）。

值得留意的是，由於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屬於同一層次， 

因此研究結果無法完全排除可能受到 CMV 影響。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之預測分析 
（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二） 

由於本研究包含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控制變項，所以採用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

數模式來檢視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方程式（16）

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為效標變項，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擔任職務為個體

層次的控制變項，截距項 β0 j 在個體層次的控制變項皆為 0 時，代表 72 所學校中 j 

學校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組平均數，斜率項 β1 j 至 β6 j 分別代表控制其他個體層次與總體

層次變項的條件下，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擔任職務對教師自我效能感

的預測效果。由於這些變項在本研究中為控制變項，所以它們的斜率在方程式（18）

至方程式（23）分別設定為固定效果。ɛij 為以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 

擔任職務來預測 j 學校 i 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分數時，仍可能出現的殘差。方程式 

（17）的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為總體層次的控制變項，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為

總體層次的預測變項，截距項 γ00 在總體層次的控制變項與預測變項皆為 0 時，代表

707 位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總平均數，斜率項 γ01 至 γ03 分別代表控制其他個體層次 

與總體層次變項的條件下，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不過

這些變項在本研究中為控制變項。方程式（17）斜率項 γ04 代表控制其他個體層次與 

總體層次變項的條件下，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

而 u0 j 為以學校規模、學校位置及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來預測 j 學校的教師自 

我效能感組平均數時，仍可能出現的殘差。將方程式（17）至方程式（23）代入方程

式（16）可得整合方程式（24），HLM 會對方程式（24）的 γ04 進行 t 考驗，其結果

可用以考驗研究假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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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β0 j + β1 j 性別 ij + β2 j (年資 ij – 年資..)  

 + β3 j 教育程度 ij + β4 j 婚姻狀況 ij + β5 j 擔任職務 1ij + β6 j 擔任職務 2ij  

 + ɛij （16） 

Level 2： β0 j = γ00 + γ01 (學校規模 j – 學校規模..) + γ02 學校位置 1j + γ03 學校位置 2j  

 + γ04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j –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 u0 j （17） 

 β1 j = γ10 （18） 

 β2 j = γ20 （19） 

 β3 j = γ30 （20） 

 β4 j = γ40 （21） 

 β5 j = γ50 （22） 

 β6 j = γ60 （23） 

整合方程式： 教師自我效能感 ij = γ00 + γ10 性別 ij + γ20 (年資 ij – 年資..)  

 + γ30 教育程度 ij + γ40 婚姻狀況 ij + γ50 擔任職務 1ij + γ60 擔任職務 2ij  

 + γ01 (學校規模 j – 學校規模..) + γ02 學校位置 1j + γ03 學校位置 2j  

 + γ04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j – 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 u0 j + ɛij （24） 

由表二的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二可以發現，即使控制個體層次的性別、 

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導師與兼組長或主任，以及總體層次的學校規模、縣轄

市或鎮與直轄市或省轄市的條件下，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仍可以顯著正向地 

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γ04 = 0.32, t [67] = 4.15, p < .001）。亦即控制個體層次變項與 

總體層次變項的條件下，每增加 1 單位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亦會增加 0.32 單位

的教師自我效能感，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其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愈高。 

因此，研究假設二得到支持。這發現和 Goddard & Goddard（2001）就美國小學教師的

研究結果相似。Goddard & Goddard 認為，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會形成一種學校

環境的規範，這種環境規範就是一種群體的言語說服。再者，當教師對於全體教師能

增進學生學業成就的信念較高時，在面對困難或挫折時其表現會更加堅持，這是一種

正向的生理和情緒狀態，將進一步提升教師的自我效能感；相反，當教師經常面對 

失敗，同時對於組織改進的預期低落，則成為一種負向的生理和情緒狀態，會進一步

降低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儘管組織層次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

屬於不同層次，且本研究採用 HLM 分析不同層次的資料，可避免 CMV 可能造成的研

究結果偏差（彭台光等，2006；蔡政安、溫福星，2008），但組織層次教師集體效能

感的測量來自聚集個人層次教師集體效能感的得分，而個人層次教師集體效能感並未

排除 CMV 的影響，因此組織層次教師集體效能感亦都未能完全避免 CMV 的問題。 



44 陳俊瑋、吳璧如 

結論與建議 

結 論 

過去實證研究對於教師集體效能感的測量，是以個別教師對於學校教師群體能力

的判斷為主要測量方式，在此基礎上，還可再進一步區分為未經聚集加總的「個人 

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經聚集加總的「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本研究以

台灣本島公立國中教師為研究母群，藉由兩階段抽樣方式獲得 72 所國中 707 位樣本 

教師，以了解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兩者與教師 

自我效能感的關係。經 HLM 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式的分析結果顯示，即使在 

控制個體層次的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導師與兼組長或主任，以及總體

層次的學校規模、縣轄市或鎮與直轄市或省轄市的條件下，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

感仍可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當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其教師

自我效能感亦會愈高。其次，即使在控制個體層次的性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導師與兼組長或主任，以及總體層次的學校規模、縣轄市或鎮與直轄市或省轄市

的條件下，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仍可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當組織

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其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會愈高。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去的 

研究相符，代表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於教師自我效能感的影響不會因為前者是否經過 

聚集加總的處理而有重大改變，這亦顯現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自我效能感有關係的

研究發現具有相當的強韌性。 

建 議 

對實務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愈高，其

教師自我效能感亦愈高。由於教師集體效能感的來源分別為教師的主要經驗、替代 

經驗、言語說服及情緒狀態（Goddard et al., 2000）。學校校長可從前述四種教師集體

效能感的來源切入，藉此提升校內教師的集體效能感，並進一步提升教師自我效能感

（林明地等，2003；Brinson & Steiner, 2007），可行的做法包括： 

1. 落實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強調教師透過持續、系統、多元、合作的 

專業學習，提升專業表現和水準。個別教師可從中獲得成功的主要經驗，亦可 

經由其他同儕的成功經驗產生替代學習，因而建立較高的集體效能感。可行的 

途徑包括：同儕指導、同儕評鑑、學習小組、教學輔導、教學反省、行動研究、

個人引導模式、問題本位學習等（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發中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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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學校特色─特色學校的發展需要學校整合各種資源，發展具有教育價值、

在地文化、創意與市場競爭的特色課程（林志成、林仁煥，2008）。學校特色的

建立需要全校教師共同投入，這一過程與結果有助提高教師對於學校辦學能力的

信心並凝聚向心力，教師的集體效能感將因而提高。 

3. 針對教師的教學表現給予適當回饋─校長可視為教師的重要他人之一，校長對

教師教學表現的積極肯定或激勵打氣，教師皆可視作一種重要的言語說服。 

4. 增加教師參與學校相關重要決策的機會─增加教師參與學校相關重要決策的

機會可使教師自覺受到重視，進而產生正向的情緒狀態。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 在教師集體效能感的概念化方面─根據集體效能感的不同概念化，教師集體 

效能感可區分為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兩種構念。本研究發現，這兩種不同層次的

教師集體效能感皆可以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因此，本研究對於這 

兩種不同層次教師集體效能感構念的釐清，有助於解答教師集體效能感在測量與

分析方法方面產生的問題。 

2. 在研究內容方面─ Marsh et al.（2000）在探討學業自我概念（academic 

self-concept）時提出所謂的「大池小魚效應」或稱「對比效應」（big-fish-little-pond 

effect），這是指當團體的平均水準較高，而個體在與他人比較後，自認自己表現

較不優越，因而產生較為負向的自我概念。本研究發現國中教師個人層次的教師

集體效能感可以顯著正向地預測教師自我效能感，並未出現教師對於學校教師 

能力的個人判斷較高（教師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較高），在比較後反而 

降低教師對於自我能力的判斷（教師自我效能感較低）。這可能是因為 Marsh et al.

的研究是以學生為研究對象，學校不乏測驗學生學習能力的機制，學生若因為學

業成績較差，在判斷自我概念時會認為自己處在團體平均水準相對較高的環境，

自認自己表現較不優越，而產生負向的自我概念。相反，學校不僅較為缺乏考評

教師教學能力的機制，學校教師又大多接受相同的職前訓練，給薪除了在最高學

歷程度的差異外，主要只是反映在任教年資的長短，而非實際教學能力的差異，

因而教師若處在團體平均水準較高的環境，他們可能會自認能在同樣水準的環境

任教，代表自己表現同樣優越，甚至更為優越，進而產生正向的教師自我效能感，

顯得較符合所謂的「榮耀感效應」。但究竟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教師 

自我效能感的關係為何不符合「大池小魚效應」？是由於研究對象的差異，還是

由於研究變項構念不同，甚至是由於其他不同的因素所致，這值得探究。 

3.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的對象僅限於國中教師，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及不同 

教育階段的教師，以了解他們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與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



46 陳俊瑋、吳璧如 

效能感兩者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關係，是否存在複核效化（cross-validation）的 

預測效度。 

4.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以 HLM 為主，HLM 相較過去針對 

不同層次分析所常採用的散計或合計方法，能避免誤估標準誤、避免忽略迴歸的

異質性和避免合計偏差問題。不過，預測變項若未包含 0 時，應該針對預測變項

進行適當的中心化處理，使 HLM 的截距項實際上存在並在解釋上具實質意義。

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進行不同層次分析的研究時，除採用 HLM 外，亦應針對預測

變項未包含 0 的問題進行適當的中心化處理。 

5. 在研究工具方面─ Klassen, Tze, Betts, & Gordon（2011）回顧 1998 至 2009 年

共 12 年間 218 篇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感或教師集體效能感的實證研究後，推薦採用

Tschannen-Moran & Woolfolk Hoy（2001）的短式「俄亥俄州教師效能感量表」 

測量教師自我效能感，以及 Tschannen-Moran & Barr（2004）的「教師集體效能 

信念量表」測量教師集體效能感。陳俊瑋、吳璧如（2011）以台灣國中教師針對

「俄亥俄州教師效能感量表」所進行的試探性與驗證性研究亦發現，中文版「俄

亥俄州教師效能感量表」個別題項的適切性佳，因素結構與原版本相同，又具有

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進行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時，可以

考慮採用這項測量工具。 

  不過，本研究雖然以 Tschannen-Moran & Barr（2004）的「教師集體效能信念

量表」測量教師集體效能感，但本研究把教師集體效能感的構念區分為未經聚集

加總的「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和經聚集加總的「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 

效能感」兩類，這代表教師集體效能感是一個同時存在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 

構念。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針對「教師集體效能信念量表」進行多層次驗證

性因素分析（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以釐清教師集體效能感的 

構念在跨層次的因素結構是否有所差異。 

6. 在共同方法變異方面─由於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師集體效能感皆屬於抽象 

構念，只能以自陳式量表針對教師這個單一來源蒐集資料，所以無可避免會受 

質疑可能存在 CMV 問題。雖然本研究利用 HLM 探討組織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

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可避免 CMV 所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偏差（彭台光

等，2006；蔡政安、溫福星，2008），不過探討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 

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仍容易受 CMV 影響。建議未來研究在測量教師自我

效能感與教師集體效能感時，可以考慮利用不同時間點蒐集教師自我效能感與 

教師集體效能感的資料，或在量表設計時將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師集體效能感的

題項隨機配置（彭台光等，2006），以避免個人層次的教師集體效能感對教師 

自我效能感的預測效果受 CMV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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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of Individu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With Teacher Self-Efficacy 

Chun-Wei CHEN & Pi-Ju WU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of individu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with teacher self-efficacy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A total of 707 teachers from 72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s 
responded to the Ohio State Teacher Efficacy Scale and the Collective Teacher Beliefs Scal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ividu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and the organization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both could predict teacher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Keywords: individu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organizational-level 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 teacher self-efficacy;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